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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ucian society advocate "filial", and some rules and precepts of Buddhism Confucianism between draw 

further apart, so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so in this situation, how to re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adapt to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Buddhism two tea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ancient China the ethics of society. As 

Confucianism teaches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two produc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aolun” is one of the two teaching 

media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Qisong’s filial piety,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in Confucianism 

interaction, how to promot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complet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ach other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Buddhism The extension of Confucianism is the essence of the Buddhist filial 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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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社会提倡“以孝治天下”，而佛教的一些戒规戒律却与之背道而驰，这样儒释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因此在这一困境下，如何重新解读孝文化的内涵，适应不同时期的儒释二教，就成为中国古代伦理社会的一个重要课

题。作为儒释二教沟通对话下的产物，北宋契嵩的《孝论》就成为儒释二教沟通对话的媒介之一，透过契嵩的孝道观，

探讨传统孝文化在儒释互动中的作用，如何促进儒学与佛教在互动沟通中完成了彼此的吸收和改造，并指出佛教儒学

化的外延的本质就是佛教孝道化。 

关键词：《孝论》，孝文化，儒释互动，媒介，佛教孝道化 

  

1.引言 

孝既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核心，也是儒家伦理思想

的重要内容。孝文化的产生正是源于远古时期的先民崇拜

和祖先敬畏，后来孝文化的概念衍生为“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1]，从物质和精神上尊敬父母、赡养父母。而在

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忠孝一体又成为传统社会的道德信念，

这一点曾是中华民族发展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社会

的稳定、人心的凝聚、道德行的统一等都具有强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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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培养出中国古代士人强烈的忠君爱民思想，可以说，

孝文化对于封建时代民众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塑造以及社

会秩序的维护，甚至是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浸透也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儒家社会提倡“以孝治天下”，主张“天之

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出自《孝论·原

孝章第三》，下同）的道德准则，而佛教的一些戒规戒律

却与之背道而驰，这样儒释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究

竟是重孝抑或是不孝，二者的争论自从佛教传入中原地带

开始就不相上下，本土与外来碰撞的困境长期影响着国家

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这一困境下，儒释之间的互动显

得不可或缺，也成为外来的佛教在中国传统儒家理念浸透

下继续生根发芽的契机，而孝文化的内涵就成为儒释二教

沟通对话的媒介，佛教也由此在与儒家的会通中完成自我

的吸收和改造。本文以佛教史上重要的经典《孝论》为例，

分析契嵩的孝道观，探讨传统孝文化在儒释互动过程中的

媒介作用，从而阐释出佛教为传统社会孝道化土壤的灌溉

提供了养分，以及对于当今道德伦理和世界观塑造的启示。 

2.北宋“排佛”思潮的兴起 

自从佛教东渐之始，就面临两个极端：一方面深受中

原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同时另一方面又备受世俗统治

者的诟病，特别是以主流意识形态捍卫者自居的儒家士人，

更是因佛教产生的诸多弊端而极力抨击之。这方面尤以中

唐时期的韩愈为首，在他的带领下，唐朝中期以降到宋朝

初年，在社会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排佛”运动，影响十

分深远。陶新宏先生将儒家“排佛”的思路方式归纳为以

下三点：“一是斥责佛教与封建伦理纲常相违；二是斥责

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三是关于‘夷夏之辨’。”[2]因此，

在儒家看来，所谓的佛教异端“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

一点也不符合传统道德伦理的范畴，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秩序的维护不仅起不到任何作

用，而且大为有害。 

佛教在唐朝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受众达到了鼎峰，

但是它急剧膨胀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少滥觞：僧尼大肆增

长，良莠不齐，加重了国家管理负担；寺院鳞次栉比，盲

目建造，不利于经济正常运转；崇佛风气日盛，竞相论禅，

儒学渐被佛教所侵染；财富消耗过多，利益受损，导致整

个社会都瘫痪。特别是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使得封

建社会的统治完全失序，儒家伦理纲常也陷入混乱的局面，

因此重整社会秩序，重建伦理纲常就成为儒家士人的迫切

愿望和共识。于是待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恢复儒家传统伦

理道德，力倡儒学，重视文臣就成为首要任务，“尊韩”

和“排佛”思潮愈演愈烈，两者是同步的，归根结底都是

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地位。这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

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的思想运动”[3]，在北

宋前期进展地轰轰烈烈：孙复认为佛教是“以夷狄诸子之

法，乱我圣人之教耶”[4]；甚至欧阳修在修撰史书时，

也删减了一切与佛教有关的史实记载。“当佛教出世主义

遭到儒家的坚决抵制和猛烈抨击后，为了生存，也为了更

好地发展，佛教开始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对自

己的出世主张进行了调整”[5]，而一批站在儒家对立面

的佛教释人面对这种困境，开始为佛教的发展寻求新的出

路，在其中就有一位著名的高僧——契嵩。 

3.契嵩“非韩”护法与“儒释一贯” 

契嵩（1007-1072），北宋仁宗、英宗时的著名僧人，

姓李，字仲灵，号潜子。他对佛法道义颇有研究，“经传

杂书，靡不博究”（《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在佛教

的思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针对韩愈的“辟佛

论”所作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其“非韩”护法的言论，并

收录于《辅教编》一书中。 

北宋“排佛”思潮的日盛，儒家士人以继承韩愈的思

想为己任，极力捍卫儒家之道，排斥佛教，在这种情形下，

北宋的契嵩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规避、劝解的方式维护

自己的佛法，即：积极调和儒释二教的矛盾，使其殊途同

归，证明佛教并非“浮屠害政”，它同样对世人有用，对

社会道德秩序的稳定有用。契嵩在佛教的倡导上，并没有

抨击儒家的“排佛”，相反极力吹捧儒家的经典，特别是

礼乐教化，并主张帝王也可用佛法的教义戒规来维护统治，

甚至上书欧阳修来陈述自己的佛道，希望为儒家士人所理

解。契嵩这种“非韩”护法的主张对于北宋时期儒家学术

思想的转变有很大的影响，他敢于迎战当时最激烈的“排

佛”思潮，并以一己之力通过对儒家学术的推崇为佛教寻

求生存空间，随之影响了士人的心性，开始主动地崇佛谈

禅，甚至如朱熹、张载等人还具有儒表佛里的倾向。 

契嵩在护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提出了

“儒释一贯”，将儒佛二教同样视为“圣人之教”：“治

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6]儒家主张

治世，佛教主张出世，二者之目的皆为“各以其法赞陛下

之化治”[6]，都具有一种道德教化的功能。面对激烈的

“排佛”“辟佛”运动，契嵩所提倡的“儒释一贯”必然

有一种“屈佛以尊儒”的韵味，主动寻求儒释二教的一致

性，求大同存小异，在根本价值导向上两者都是劝人向善，

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两者也都是奉行王道。除此之外，契嵩

还常常在书中引用儒家圣人的经典，这必然加深了佛教在

传播过程中的“儒化”色彩，为儒释互动调和提供了理论

基础。虽然契嵩坚持“儒释一贯”，但并非贬低佛教教义

不如儒家思想，而仍主张维护佛教的教义、义理，认为其

核心精髓不亚于儒家，甚至高于儒家。无论是借儒家圣人

经典为佛教生存寻找依托，还是在某些问题上弱化佛教，

使其带有儒家色彩，却又恰到好处地维护了佛教的尊严，

契嵩的“儒释一贯”均符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儒释的会通融合，完全是佛教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存

发展的需要，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佛教本土

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赵宋一代倡佛儒交融的，除智圆

外，契嵩是另一个重要代表。契嵩在会通调和佛儒方面，

甚至比智圆走得更远，思想也比智圆具体、深刻。”[7]

契嵩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对宋代以后儒释二教甚至儒

释道三教的融合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所倡导的“儒

释一贯”，通过盛赞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找到儒佛

二教的共通点，即为“孝”。契嵩将传统孝文化当作儒佛

二教互通的媒介，一方面吸收儒家之“孝”的伦理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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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结合佛教的戒律教规，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孝

道观，不仅大大提高了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也对当时的佛教本土化有一定的促进，为后来禅宗的进一

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解当世儒者之訾佛”[6] 

在儒家看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作

为维系中国古代社会伦理关系的核心，孝道的教化作用十

分明显，“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8]所以

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孝”的精髓

在佛教的地位同样不言而喻。虽然佛教规定了出家人要剃

发修行，不能侍亲等违背儒家伦理纲常的教义，但是在以

契嵩为主的高僧眼里，儒佛是一致的，佛教徒出家修行是

为了救济亲人，普度众生，这同样是一种“孝”行，甚至

提出“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的“大孝”观，而且“孝

为戒先”。据前文笔者已指出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

因此他的孝道观正是具有了为佛教本土化提供某种存在

的依据——“解当世儒者之訾佛”。下面笔者就《孝论》

中的孝道观的表现归纳如下： 

4.1.“以孝为本” 

契嵩在《孝本章》一文中阐述了孝道是天下大本的思

想：“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

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孝

本章第二》）将“孝”视作“天下之大本”，充分说明了

“孝”在佛教中的至高地位，也成为连接儒释互动的媒介，

甚至是佛教的根本主旨要义。可以说，契嵩把“孝”这一

儒家传统伦理的核心纳入佛教教义的范畴，正是其主张

“儒释一贯”的表现。中国古代社会讲求宗法血缘关系，

对“家”和“孝”的观念尤其根深蒂固，因此契嵩“以孝

为本”的思想正是“中国古代最早也最突出的伦理规范”

[9]的写照。“孝”是天下大本，是儒释二教所共同遵守

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无分彼此，并为佛教的进一步传

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4.2.“孝为戒先” 

契嵩将儒家的五常与佛教的五戒进行一番对比，提出：

“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

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

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则弃其身，辱其亲，不亦不孝

乎？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

（《戒孝章第七》）这种对比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仍反

映出契嵩希望佛教在儒家环境统治下有其生存的空间。佛

教的戒律如此重要，而“夫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明

孝章第一》），将儒家的“孝”抬到了佛教戒律至上，充

分说明了契嵩深谙其重要性，并且符合儒家传统的“孝治”

文化。此外，契嵩还借用释迦牟尼的亲身经历，来印证其

观点。作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先以其道谕其母

氏，……逮其丧父也，而圣人躬与诸释，负其棺以趋葬。”

（《必孝章第五》）作为佛教史上的一位著名高僧，契嵩

如此重视孝道，尊亲厚葬，由此可见孝道在佛教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不仅不排斥反而大力提倡，承认孝道是佛教教

义戒规的根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冲突，而且目的一

致，即都具有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孝经》曾言：“夫

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8]由此可见，

在儒家士人眼中，所谓行孝不仅仅是忠君事亲，更重要的

是形成自身完备的人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身”，即

奉行“五常”，如此方可为后世典范。而在佛教戒律看来，

最终修行者必须达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而这正需要“五戒”的规范，才能成就其涅槃，完成“立

身”之道。儒家与佛教虽然内容不一，道路不一，目的却

殊途同归——惩恶扬善。从这里可以看出契嵩的孝道观是

以人格完善和精神解脱为依归，而儒家所提倡的“孝”虽

是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统治和维护伦理道德秩序，实现“君

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8]的作用，也导致儒家盲

目“愚孝”的悲剧多次上演。 

4.3.“孝为善源” 

契嵩在《孝论》中多次提出“孝”为“百善”之端，

将儒家的“孝”与佛教的“善”相结合，从而指出“孝”

才是一切道德行为实践的源头。所谓“圣人之道，以善为

用；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

（《必孝章第五》）通过“孝”与“善”的关系阐明了佛

教主张“善心”的思想。而“善心”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圣

人典范，是故“圣人之为道也，无所不善；圣人之为善也，

未始遗亲。”（《必孝章第五》）反过来，契嵩也认为“孝

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孝出章第八》），从另一侧

面反映了儒家与佛教的互通关系，“孝”虽为百善之源，

却又出自于“善”，“孝”“善”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儒释

互动的媒介，进一步论证了佛教不仅不排斥儒家的孝道，

相反却真正身体力行地践行之。 

4.4.“显亲为孝” 

《孝论》中提出了以“显亲”与“辱亲”来区分“孝”

或“不孝”的标准：“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

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则弃其身，辱其亲，不亦不

孝乎？”（《戒孝章第七》）“五者”即为笔者前文提到

的儒家“五常”和佛教“五戒”，两者是对应的，“显亲”

即为光宗耀祖，这与儒家提倡的光大门楣不谋而合，同样

是一种“孝”。要达到“显亲”的目的，当然离不开实际

行动，即“孝行”。孝行的本义即谓“养亲”，父母养育

子女，子女赡养父母，这是儒家士人最最基本的德行规范。

但是，仅仅“养亲”是不够的，若想达到行孝的目的，还

必须“敬亲”。而所谓“敬亲”，必讲究一字曰“诚”，

是以“心诚则灵”，契嵩总结为：“诚也者，成也。”（《原

孝章第三》）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践行孝道，以诚行孝，

“其事亲也全，其惠人恤物也均”（《原孝章第三》），

最终“成其道也”。倘若“行不以诚，则其养有时而匮也”

（《原孝章第三》），就是说真正的“孝”是在“行”的

前面，归根结底意味着佛教的修行离不开儒家的孝道，而

在行孝的过程中“必先诚其性，而然后发诸其行也”（《原

孝章第三》），从理论和行动上去实践，才能最终“显亲

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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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孝为至道” 

也就是说，“孝道”是至高无上的，是天经地义的，

与天地和鬼神同理同灵，是为“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

孝同灵也”（《原孝章第三》）。孝道在佛教中备受推崇，

甚至提出：“孝顺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原孝章第三》）

接着契嵩藉由“孝为善源”和“显亲为孝”发出“善天下，

道为大；显其亲，德为优”（《孝略章第十》）的议论，

引发出对“道”和“德”关系的思考。契嵩在《孝论》中

对此作出了解答：“道也者，非世之所谓道也。妙神明，

出死生，圣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谓德也。备

万善，被幽被明，圣人之至德者也。”（《德报章第九》）

何谓之“道”，是一种掌握佛教真谛，遁入生死轮回之道；

何谓之“德”，是泽被众生的慈悲情怀，悟道之后的恩德。

这两者皆离不开“孝道”的理论教化，这也为儒佛一致论

提供了证据。契嵩认为佛教徒为了“成其道也”，其一些

行为也不必拘于儒家的世俗礼法，只要心中有孝，重在修

身，即为“至道”。 

4.6.“佛教大孝” 

契嵩虽然倡导儒佛一致，但又指出相对于儒家世俗之

“孝”而言，佛教之“孝”才是为“大孝”。这一点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认为佛教的轮回转世，众生（包括神

灵）皆为“昔之父母精神之所来，故戒于杀，不使暴一微

物，笃于怀亲。”（《评孝章第四》）在契嵩看来，一切

众生总在轮回中不断转世，“故其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

七世；为父母虑其未然，则逮乎更生，虽谲然骇世，而在

道然也。”（《评孝章第四》）无论前世、今世抑或是来

世父母，佛教均一致看待，唯恐误杀一切众生（佛教认为

神灵也是有情的），是此“孝”相比儒家世俗之“孝”意

义更广泛宏大，毕竟世俗之孝“局一世而暗于玄览，求于

人而不求于神”，也反映出契嵩在佛教的教义传播中眼光

更加长远，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提出“忌戒杀”的理

念，是一种博爱和“大孝”，同时从侧面反映出他的环境

保护思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孝”的范围就是包

括周边环境的。其二，契嵩认为佛教可以“广孝”和“神

孝”，而儒家却只能“守孝”。“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

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

其至且大矣。”（《广孝章第六》）佛教之所以提倡“广

孝”，正是源于其众生平等的观念，而儒家却奉行“亲亲

为大”的亲疏有别。所谓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0]的血缘基础上，有等级差别，

尽孝的对象只能是自己的父母和祖先。而佛教是对一切万

事万物，包括神灵都保持着仁爱孝心，“等一物我”。佛

教的这种“广孝”思想后来被张载吸收，并据此提出了“民

吾同胞，物吾与也”[11]的主张，将儒家的孝道推广到了

更广泛的境地。“佛教大孝”的理念不仅体现了孝道思想

是儒佛对话中的重要一环，更影响了儒家士人的思维，并

将之推广开来，儒释之间的这种相互融合充分证明了“孝”

在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上的重要价值。 

 

4.7.“修法终孝”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也”（《终孝章第十二》），这是儒家对“终孝”

的看法，体现出丧制和丧仪在孝行上的重要性。儒家强调

父母之丧，子女披麻戴孝，守孝三年，而这一点在契嵩看

来，父母一殁，僧者“必心丧”，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静

居，修我法，赞父母之冥。过丧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

既望，必营斋，讲诵如兰盆法，是谓孝之终也。”（《终

孝章第十二》）此外，契嵩认为相比儒家的披麻戴孝，佛

教徒“服大布”即可。由此也可以看出，契嵩之所以写作

《孝论》，正是因为“未始修法为父母之冥赞”（《孝论》），

因此佛教提倡为亡者修法超度，为亲人尽“终孝”。 

从上述契嵩的孝道观看来，佛教对于“孝”的重视与

儒家无二，甚至将“孝”视为伦理戒律的核心，大大提高

了“孝”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夫孝，

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孝论》）的观点。可以

说，传统孝文化的思想在佛教本土化和儒释互动进程中的

重要媒介作用，也对北宋初期的“排佛”思潮作出了强烈

的反击。“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契

嵩的孝道观融合了儒释的精华，契合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的土壤，并提出了“解当世儒者之訾佛”的主张，为佛教

孝道化内涵的外延提供了理论依据。 

5.孝文化与佛教儒学化的外延 

“孝”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主题，“百善

孝为先”，因此孝文化也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主旋律。佛教

自从汉代传入中原后，就经历了接受——排斥——再接受

的道路，最终在中国本土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间。可以说，

佛教在进入中国后，逐渐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后，以

传统孝文化为媒介，一步步在佛教教义中吸收了孝道思想，

并加以糅合，形成了佛教的孝道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佛教孝道化的过程与佛教本土化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同

时也是儒释二教互动融合的过程，最终导致佛教儒学化的

出现。从契嵩的《孝论》来看孝文化与佛教儒学化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首先，虽然契嵩认为佛教思想中蕴含了“孝”的内涵，

佛教之“孝”高于儒家之“孝”，甚至儒佛二教在“孝”

的主张上是共通的，但是他所主张的佛教孝道却未脱离生

活的实际，凌驾于世之上。契嵩之所以“屈佛以尊儒”，

对佛教孝道思想进行全新的诠释，其目的不外乎在于消除

掉儒佛二教之间的界限，其所谓的“儒释一贯”最终是为

了宣扬传播佛教教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契嵩的佛教儒学

化“仅仅是在理论的融通上对佛学进行了‘微调’，使其

从形式上保持了和儒学基本观点的融洽，并没有深入到佛

教的基本理论和修行实践，从而实现了佛学理论的高妙和

儒化并行不悖。”[12] 

其次，契嵩对儒佛二教的功能进行对比，他认为“儒

者、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

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

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6]儒家提倡有为治世，佛

教倡导无为治心，而治世与治心皆指明了世人修身立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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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儒佛并行，“是不惟内有益于圣贤之道德，亦

将外有助于国家之教化”[6]，而这一行为准则最集中的

表现就是推崇孝文化。该理论充分体现出了契嵩的佛学思

想有佛表儒里的倾向，其根本意图是入世归儒契嵩这种身

兼儒释二教的个性，对于宋代士人崇佛谈禅风气产生了很

深远的影响，“出入于佛老”，甚至开启了佛教儒学化和

世俗的道路。 

再次，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承认了儒佛二教在国

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为“同归于治”，而且针对儒家

“排佛”思潮而主张儒释互动，不可避免带有儒家的深刻

烙印。从这一角度来讲，佛教儒学化不仅推动了佛教的世

俗化，而且刺激了儒家学者对其思想高度的进一步修改整

合，从而促使理学的产生。可以说，在这个环节中，孝文

化搭起了儒释互动的桥梁，从而催生了佛教儒学化的进程，

进而影响了佛教的世俗化，导致儒家思想的理论深化。 

最后，契嵩强调佛教在有益于中国古代社会王道的实

现上，同儒家正统思想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治身心，敦

教化”（《六条诏书》），归根结底是为了劝人向善，而

这又离不开孝道思想在其中的引导作用。总的来说，契嵩

虽然迫于当时现实环节的压力，将佛教进行儒学化的改造，

但却在字里行间处处维护了佛教的立场，并使二者消除矛

盾融合一体，更容易得到儒家士人的接纳，佛教在中国古

代社会的地位愈加稳固。总而言之，儒释互动的进程是并

行不悖的两条线：儒学的“佛教化”和佛教的“儒学化”，

两者缺一不可，同步进行，最终构成了佛教儒学化的外延。 

6.结论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而儒家正统又

以孝文化为核心，由于社会变迁和文化的交融，导致孝文

化的传播途径也随之增多。以孝文化为纽带，中国许多传

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打破冲突，开始对话。总而言之，“孝

在历史上虽具有局限性，但孝顺是人的本性，知恩报恩是

孝道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时代的特性。”[13]

因此弘扬孝道就成为中古代社会众多文化思想的主题，佛

教也不例外。北宋的高僧契嵩身体力行，为儒佛二教的会

通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律制佛子必减其衣盂之资，

以养父母也”（《孝行章第十一》），从孝道观上出发，

构建起宋代佛学的新特点，从而缩短儒佛之间的距离，反

过来而言，儒释互动也为儒家学者完善思想理论体系带来

了全新的尝试。“对传统孝观念的批判继承，也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发掘、整理、综合、分析的过

程，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其符合时代

的要求，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14]因此，在文明冲突仍然存在的今天，大众可以从契嵩

秉持“儒释一贯”的态度去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求

同存异。当今社会更是需要以孝文化为道德核心的价值观

体系塑造，有利于在全社会推广发扬，为当前和谐社会的

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或许这正是传统孝文化所带来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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